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必须坚持“两个结合”∗

裴长洪

[作者简介]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836, 电子信箱:

peichhcass739@ 163. com。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 “当代经济学与中

华经济思想文明传承创新关系研究” (批准号: 2023YZD058)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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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摘　 要: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中提出的一项改革任务。 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有益成分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特别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 习近平

总书记阐明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坚持文化

传承发展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引。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底色, 它的包容性、 和平性和创新性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未来

的必然逻辑。 其次, 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

发展道路, 并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 使之成为当代经济问题研究以及经济学的思想

来源和民族元素。 再次,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 要正

确认识和区分西方经济学资源的优劣,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努力用好马克思主义

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需要反复提倡、 反复实践、 反复认识和提高, 久久

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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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提出: “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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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将经

济列为哲学社会科学内容的首位, 可见, 这项改革任务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

者来说责无旁贷。 怎样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坚持中华民族自身

的文化传承发展, 深刻认识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 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 (习近平, 2017: 339),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有益成分是一个重大问题和原则问题。

一、 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认识我国经济学

继承优秀传统的意义

(一) 中华文明连续性、 统一性对文化传承发展影响的分析

在 2023 年 6 月 2 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

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连续性、 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 和平性。 这是

我们认识和把握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坚持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

依据和思想指引。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总结中国经济自主发展经验和

规律的学问, 它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

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才能

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习近平, 2023) 中

华五千年文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 19 世纪之前, 中国

的人口、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 手工业生产规模、 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 以

及城市发展都独占世界鳌头, 始终是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 国家的经济

治理制度, 如土地制度、 市场价格管理、 商品专卖制度、 对外贸易、 货币制

度、 财政赋税制度、 人口与户籍制度、 长途运输制度、 区域治理制度、 社会

保障制度, 等等, 都堪称世无其匹, 从而维系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

的存活和延续, 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在这个文明基础上还产生了绵延不绝的卓越思想和认识, 古代经济思想家群

星璀璨, 他们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和规律的认识不比西方人晚。 先秦思想家对

经济活动的 “民本” 主张, 两汉思想家对国家干预经济与自由放任的不同看

法, 两千多年前先贤围绕土地占有制度、 “重农抑商” 政策的辩论, 都蕴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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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封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讨; 唐宋时期思想家和

改革家提出了对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认识, 维护了封

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进一步丰富了对商品经济、 货币经

济、 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认识, 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新思想和

新理念, 丰富了中华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 在与儒家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思

想的结合中, 经济思想家还提出了古代经济伦理的思想和主张, 崇尚节俭、
崇尚 “义主利从”,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契合点。 历史上农民阶级在与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斗争中提出的经济

诉求, 以及中国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于寻找真理的执着和曲折, 都是中华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不传承这些民族的思想文化, 当代中国经济学就必

然成为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那就谈不上中国特色, 也就没有自主性。 中华

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

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 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 更

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科学, 特别是经济学。
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进入中国。 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热烈欢迎这个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运动, 广大民众在这

个新思潮中也不同程度受到熏陶。 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全盘西化。 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 它

是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文化, 它是中华文明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主体性文化, 它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的具体形式

相结合, 这就必然要寻找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它尊古不复古,
提倡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产生及其生命力充分证明中华

文明 “向内凝聚” 的统一性追求, 是文明连续的前提, 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决定了国土不可分、 国家不可乱、 民族不可

散、 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习近平, 2023)。
当然, 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古代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它基本反映的是自然经济和相伴生的商品经济, 以及半殖民地半

封建经济的意识形态, 与现代经济学反映的时代以及社会经济形态有着根本

区别。 其文化思想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不可能相同。 因此对文明传承的研究不

仅需要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而且需要对一些能够长期流传的概念和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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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进行 “创造性转化” 和 “创新性发展”。 这样才能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

体系的历史根脉有比较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同时,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是适应自然经济为主的意识形态, 因此它

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它往往与政治思想、 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

混合在一起, 但它确确实实又与地主阶级、 农民阶级和商人阶级的经济关系

联系在一起, 与国家的经济治理、 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联系在一起。 无疑,
作为专门的一种思想和思维方式, 它是存在的。 但它需要提炼, 即便是高品

位的铁矿石、 高品位的金矿石, 不经过提炼也难以铸就钢铁, 难以炼就真金。
这种提炼需要经过两道转换过程。 首先,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话语表达方式,
尽管文字相同, 但对于只熟悉现代汉语的人来说, 也是难以理解的。 汉语言

文字的古今通译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需要专门人才。 其次, 用文言文表达的

文字, 其现代经济学的含义还需要专业性的解释, 其中包括历史的、 动态的

翻译, 望文生义往往是错误的。 例如, “重农抑末”, 在每个朝代, 它的具体

内容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其经济政策含义也有历史变迁, 不能笼

统对待, 应当针对具体情况、 具体对象进行具体分析。

(二) 中华文明包容性、 和平性、 创新性对文化传承发展影响的分析

怎样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变和跃迁, 需要深刻认识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和平性以及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 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

文化, 化解冲突, 凝聚共识”,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习近平, 2023)。

中国古代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与现代经济学有很大不同,
在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新潮流之前, 知识界对经济问题的表达方

式仍然沿用文言文, 其经济学的词汇与现代经济学词汇很不同。 现代经济学

中的 “经济”, 在古典文献中, 是 “经邦” “济兆民”① 之意。 其含义主要指

国家治理, 并不单指经济活动; 而经济活动在古代就是食货, 即粮食和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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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经济” 两个字的文化遗产为它的内涵转换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因和外壳。
研究经济问题的目的是求富, 特别是探讨国家如何积累财富, 所以叫国富学,
因此严复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即 《国富论》) 一书翻译为 《原富》。 至于一般意义的工商业活动, 则被看

作是理财和生计的构成部分, 因此又有理财学和生计学; 国家对货物流动和

价格的管理与调节被称为 “平准”, 从而又有 “平准学” 一说。 在严复翻译出

版的 《原富》 中, 中国古典经济学名词与现代经济学名词存在显著差异, 例

如, 工资译为 “庸”, 利润译为 “赢”, “货币” 译为 “泉币”, “原料” 译为

“生货”, “制成品” 译为 “熟货”, 资本译为 “母财”, “分工” 译为 “通工

易事”, 等等 (邹进文、 邱小明, 2016)。 五四运动后是经济学术语和概念从

中国传统表达方式向现代表达方式转变的时期。 这主要归功于 20 世纪初许多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海外留学, 他们通过在海外学习现代经济学, 从而向中

国知识界输送了新词汇、 新概念和新知识, 开始了经济学领域影响深远的

“术语革命”, 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移植性变迁。 特别是集中在日本

的留学生, 他们借助日本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 学习和消化, 把大量日

文版的经济学论文和书籍再翻译为中文。 20 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习杉

荣三郎把日语 《经济学讲义》 编译为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首次使用了

经济学这个术语, 1908—1910 年间又有人从英文翻译了几部颇为流行的西方经

济学书籍, “经济” 和 “经济学” 这两个术语才被约定俗成。 据日本学者实藤惠

秀考证, 在中国主要经济学名词的 73 个外来词中, 来自英国的有 21 个, 法国 1
个, 德国 2 个, 俄国 2 个, 而来自日本的多达 47 个 (邹进文、 黄爱兰, 2013)。

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移植性变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这种

包容性来自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和平性也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它 “决定

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习近平, 2023), 它追求进

步, 乐于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 崇尚交流互鉴, 即便在汉唐鼎盛时期, 中华

文明也不断学习借鉴外来文化, 接纳并吸引外邦人士交流学习。 但包容性和

和平性的前提是独立, 包容的目的是改善和补充, 而不是依附和全盘外化。
西方经济学的著作, 如斯密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托马斯·罗

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 《人口原理》、 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的 《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瑟夫·熊彼

特 (Joseph A. Schumpeter) 的 《经济发展理论》、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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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son) 的 《经济学》、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 《资本主

义与自由》、 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的 《各国的经济增长》 等, 我

们对它们尊重, 是因为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 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

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因此可以学习借鉴, 但绝不是说它们都完全适合中

国国情, 可以替代中国人对本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和总结。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

纪初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 中华文明被动地走向世界, 被动实现了中国经

济逻辑思维和学理研究的近代转型。 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而灭绝, 并没

有因此而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附庸, 没有形成西方的殖民文化和殖民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移植伴随的是西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

夺和政治压迫、 军事侵略, 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必然需要自己的思想武器,
需要反映自身利益的思想文化, 需要劳动者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是

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学, 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需要的思想武器和学术文化。 但

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 世纪初, 从海外向中国输送移植经济学新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两类。

一类虽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有

生力量, 但是, 他们只照搬西方的学问, 迷信西方学问, 缺乏创新精神。 这

个群体人数不少, 但他们的活动局限于大学的讲堂, 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

转型发挥过有益作用。 他们并没有思想创新的功能, 单纯的 “留声机” 和

“传声筒” 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另一类是中华文明的真正守护

者, 他们的精神和活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秉承 “革故鼎新、 辉光日

新” “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 的文明特质, 他们胸怀改造中国社会的远大

志向, 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 运用新知识唤起民众, 并逐渐改造自己的世

界观, 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 这个青年知识分子

群体, 如陈独秀、 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 在学习宣传新文化的同时, 积极

投身社会变革活动, 宣传马克思主义, 唤起民众, 积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经过毛泽东、 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的努力, 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创立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理论, 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流, 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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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的深刻体现。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

旧、 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

的无畏品格。” (习近平, 2023)
在改革开放中,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再次得到体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中国社会正酝酿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变革, 中国学界和政府经济管

理部门学习借鉴了一些国外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思想以及市场经济理论和思

想, 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中国人自己的思考和对中国问题的独立回答。 1984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通过后, 邓小平 (1993: 83)
评价说: “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

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92 年, 江泽民 (2006: 215) 在党的十

四大报告中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是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

导”。 党的十八大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 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这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这些创新理论必将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二、 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 以真理之

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

更新和现代转型。 从民本到民主, 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万物并

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 中华文明别开生面, 实现

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习近平, 2023) 这

些论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作用, 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它对于整理和科学认识中华经济思想文明发展进程的指导意义, 帮助我

们辨识精华与糟粕, 准确地把握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主流和基本脉络; 第二,
以马克思主义的犀利目光锁定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中有利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

知识体系的文明基因, 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和思想的文化来

源和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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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研究和发展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也是构建中国

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项研究及其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这个指导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这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水岭。
毛泽东1959 年阅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后指出它有两大缺点: 第一个

缺点是一切从概念和定义出发, 本末倒置, 理论不联系实际; 第二个缺点是

不懂哲学、 不懂辩证法。 毛泽东的话一语中的。 邓小平没有学过西方经济学

教科书, 他为什么能说出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并从中

发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的规律呢? 因为他懂辩证法, 懂马克思主义基本

观点和方法论。 所以, 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中,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资本存在于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是完

全符合 “对立统一” 的辩证法的。 外国人搞不明白: 你们搞社会主义怎么还有

市场经济, 你们搞公有制怎么还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 所

以, 毛泽东说不懂哲学写不好经济学的著作。 (毛泽东, 1999: 140)
我们不妨从历史中回溯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诞

生之前, 它的思想认识是融合在欧洲近代哲学中的, 因此哲学是经济学的母

系学科。 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中, 经济学博士都是哲学博士 (Ph. D), 并不单

独设立经济学博士, 这是其继承传统的表现。 欧洲的近代哲学讲天赋人权,
讲人的权利, 人谋取幸福和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 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
那么由谁来管理公共事务和国家呢? 斯密先是哲学家, 他认为从事商业交易

是人的天性, 人人都倾向于商业交易, 这是人的普遍行为, 既然商业交易是

一个人人都参与的事情, 那它属于公共事务, 管理公共事务也必然要管理国

家, 这个使命自然就要由资本所有者来承担。 这个观点是英国资产阶级登上

历史舞台掌握政权的需要。 斯密为那个时代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也完成了

政治经济学从近代哲学中的分离, 从那时候起才有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学

科, 他也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 实际上, 斯密、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的经济学著作都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 例如劳动价值论,
他们都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劳动, 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这就是关于本质与

现象的哲学思维。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经济活动的认识也往往与他们的天下观、
自然观、 社会观、 道德观和政治伦理观混合在一起, 即使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

问题讨论, 如 《管子》 的学说、 盐铁官营与民营的辩论, 也都充满了作者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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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伦理和各种非经济观念的认识, 对于这些问题的辨识, 仅仅依据流行的经济

学理论是不够的, 而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那就更容易出现南辕北辙的偏差。 因

此, 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

此为指导来讲述中华经济历史及其思想文明的源流和发展, 来书写中国经济

史和经济思想史, 并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
有人认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问题主要是根据史料, 依据史料说话, 无

须马克思主义指导, 完全可以自创体系、 自立门派, 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

学术体系, 并把它称为 “理论创新”。 这是一种认识误区。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

也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 出版了不少著作, 形成了他们的理论体系

和学术体系, 其中不乏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考证和见解, 但也有不少是偏见,
还有不少内容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有片面性, 不准确。 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成

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中国人站在中国

人的立场并运用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书写的学问。 这个自己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这个问题上, 列宁 (2013: 39) 说得好:
“但是读者会问: 自发的运动, 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 为什么就恰

恰会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呢? 原因很简单: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

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 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 它拥有的传播工

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因此, 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必然难以 “守正”, 必

然滑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需要的理论创新, 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

的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① 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理论正

道, 这是党性和人民性的要求, 而不应该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其次, 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厘清什么是当代中国经济

学的主流。 假如当下仍在广泛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

的主流, 那又怎么能运用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基因呢, 它的文明基因必然是

西方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而不

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 不是照搬照抄其

他国家的现代化; 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习近平, 2023) 因

此, 可以断定, 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和讲坛上仍然流行着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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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绝不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 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它是短暂的过

渡时期的产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在, 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
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而不能是别的什么

经济理论。” (习近平, 2020)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经济

学的本质和主流, 还要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马克

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 而习近平经济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理

论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它 “深刻回答了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 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

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

境界” (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3、 9)。 习近平经

济思想体系严整、 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研究的基础和灵魂。 因此, 认识清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是构建中

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还要认识到, “两个结合” 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经济

思想形成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三次理论飞跃, 前两

次分别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中有

不少内容体现当代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造性, 例如新民主主义经济 “三大纲

领”、 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 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等

等, 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中国经济思想文明也具有浓厚的渊源。 研究这些历史经验也是构建中国经

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有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 这

是我们研究和写作的规律性认识。 “结合” 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是精神相似,
不是 “拼盘” 式地硬凑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
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结合” 的结果是互相印证和成就。 产生的结果不

是简单的 “物理反应”, 而是深刻的 “化学反应”,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 “两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是社会主义, 同时, 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文明基因。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骨干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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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它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出来的,
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经济思想文明史传承过来的。 “结合” 打开了更大的创新

空间。 “结合” 本身就是创新, 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
“第二个结合” 让我们树立了牢固的文化主体性, 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并

有力地作用于道路、 理论和制度。

三、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

源,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 其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 再次是国

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要坚持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融通各种资源, 不断

推进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 方法创新。 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

向未来” (习近平, 2017: 339)。 根据我国的现状, 中国当代经济学在把握马

克思主义的资源方面明显不足, 在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方面更为欠

缺, 以至于目前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日渐式微, 成为严重的弱

势学科, 与经济学当前所处的显学地位极其不相称。 相反, 国外资源, 特别

是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行其道, 一度出现言必称希腊, 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

中, 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

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
我国在 1956 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道路和理论摆在我们的面前。 由于缺乏经验, 我们引进苏联的发展模式和

治理经验, 引进苏联的经济学知识, 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成分, 再次显现了中

华文明的包容性。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 《论十大关系》 和 《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及组织阅读讨论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 开始, 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

新的探索。 可惜十年 “文革” 中断了这一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经济学

逐渐告别了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版的经济学, 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

的市场经济体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30 多年, 在缺乏我国自主的经济学

知识体系的空白阶段, 我国经济学界主要是引进、 介绍和学习西方经济学。
虽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并形成一些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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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观点以及思想体系, 但其理论还只局限在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政

策发生指导性影响, 还未在学术上完成对国民知识体系的改造和重构, 出现

了社会经济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理论体系与国民教育知识体系不一致、 不协调

现象。 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都明显滞后于实践, 一度形成了以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为主要教材的教育时尚, 以西方经济理论观点、 方法诠释

中国经济实践的学术时尚, 年复一年我们培养了大量在这两种时尚氛围下成

长起来的大学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如今他们都在政府、 企业、 教育、 科研

工作岗位上, 有的成为骨干, 有的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或被戴上各类耀眼的学

术头衔。 除少数人外, 他们中大多数是愿意接受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 并愿意在工作实践中改造世界观, 提高认识; 同时也意味着这需要一

个较长的过程, 要想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和在经济学

整个学科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任务依然艰巨, 没有强大的氛围和外部引领条

件则困难重重。 可见,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这种现状是历史的客观原因造成的,
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这与 20 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情形有些类似

之处, 当时西方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中国, 极大影响了中国知识界, 出

现了殖民地文化的负面现象。 但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新精神, 并动

员了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努力,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创立了新民主主

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而不仅维护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而且发展了中华学术文明。 当前, 中国经济学也处在包容与创新的十字路口。
只有包容, 没有创新, 必然丧失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经济学必然沦为西

方的附庸。 只有在包容中力图创新, 才是中国经济学的出路, 也只有在创新

中才能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这不仅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以及科学

理论的思想引领, 还需要激发广大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创新精神。
要想创新, 首先要解放思想, 破除迷信。 目前经济学界一部分人不同程

度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熏陶, 脑子里都有些条条框框, 迷信不少。 因此

需要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 当代西方经济学粗略归纳是三大流派: 正统的主

流经济学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理论, 尽管其内部还可以细分,
但基本的逻辑都是回答如何使经济效率最高和资本收益最大化, 是 “以资本

为中心” 的理论体系。 正统但非主流的经济理论流派, 如福利经济学、 公共

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理论、 环境生态理论等, 基本的逻辑都是回答如何使资

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 所谓 “效率与公平” 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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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流派是非正统、 非主流, 批判现实主义, 以 《21 世纪资本论》 的作者为

代表, 他们批判现实, 但没有救世良方。 “以人民为中心” 的当代中国经济

学, 从立场、 价值观到方法论, 都与之不同, 因此需要解放思想, 走出新

路。 恩格斯指出,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

命。 这是恩格斯在 《资本论》 第 1 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革命意义的评价。 我们也需要从术语到内容和见解突破西方经济学的思想

束缚。
要想创新, 必须明确创新的正确道路, 这就是坚持守正创新和开拓创新。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人民性、 民族性、 时代性、 实践性。
人民性和民族性是守正的要求, 要靠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话语体系去体现, 我

们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 而且只能是唯一的, 不能是马克思主义和

西方理论共同指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对于西方经济学, 我们要坚持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坚持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 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

属性、 价值观念的内容, 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 不能照抄照

搬。 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 不能食洋不化。 民族性就是要用中国人的习惯

语言去说中国的故事, 在指导思想、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等方面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当然,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 西方经济学

关于金融、 价格、 货币、 市场、 竞争、 贸易、 汇率、 产业、 企业、 增长、 管

理等方面的知识, 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 要注意

借鉴” (习近平, 2020)。 开拓创新就是要回答时代之问, 回答实践中提出的

问题, 并具有回到实践中去的可检验性, 这就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独创性, 中

国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 坚持的就是独立自主的开放, 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

体系如果没有独创性, 那就很难说是 “马工程” 了。 因此坚持 “独创性” 是区

别 “真马” 与 “假马”、 “真马” 与 “半马” 的分水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 “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 方法论。 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

法奉为圭臬, 一切以此为准绳, 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

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 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习近平, 2017: 341)
要想创新, 就要认真努力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

一项根本制度, 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 情愿不情愿的问题, 而是拥护不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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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不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政治立场问题; 也是我们判断每一

个学术成果和每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政治衡量标准, 衡量每一个经济学人的

基本政治标准。 如果政治不合格, 哪里还谈得上创新呢? 而用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确实又是一个学术问题。 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反复提倡、

反复实践、 反复认识和提高, 久久为功, 才能有所建树。 在这里, 认识中华

文明自身的独特优势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具有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跨越时空、 超越国界的永恒魅力。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 把那些具有价值的文化精神挖掘出来, 弘扬起来, 进

行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激活它的生命力, 让它从文献典籍里走出来,

从博物馆的陈列室里走出来, 融入我们的学术思想, 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自

主知识体系 “术语革命” 的民族元素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原料。

要想创新, 就要在增强 “四个自信” 中超越自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 来源于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归根到底是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

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 2017: 339)。 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要靠经济学领域每一个人去贯彻落实、 去努力, 不能只是口号。 习近平总书

记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

发展, 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 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

教师爷。” (习近平, 2018) 这句话很 “补钙”, 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就

要多 “补补钙”, 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志气。 对比西方经济学, 我们要做的是

“开拓和建设”, 他们做的只是 “修补和维护”。 它们背离经济学 “经世济民”

的初心, 大量引入自然科学的工具、 方法和范式改造经济学, 使它越来越

“形式优美”, 而 “思想贫瘠”, 连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都说, 经济学专业之所以误入歧途, 是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

体, 误将披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外衣的美感当成真理 (Krugman, 2009)。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经济走势预测、 防范经济萧条等领

域的屡遭失败, 难以回答 “女王的诘问”。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应当更加

自信。 有了这种民族自信心, 我们就能够有超越自我的志气和决心。 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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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地、 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思维训练, 需要有一些自

我反思。 我们过去的成就也都多多少少与此有关, 因此都有一些包袱。 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 中总结了十条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理论创

新、 坚持独立自主、 坚持中国道路、 坚持胸怀天下、 坚持开拓创新、 坚持敢

于斗争、 坚持统一战线、 坚持自我革命。 其中, 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独立自

主、 坚持中国道路、 坚持敢于斗争、 坚持自我革命这五条都与构建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有关, 特别是坚持自我革命,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不仅是坚持改造世

界观的需要, 也是学术思想不断推陈出新的必经磨练, 从政治思想上来说,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自我革命精神是党

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① 从学术思想上来说, 自我革命也是学术进步和

学术成长的有力鞭策。

四、 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的改革任务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 即 2029 年完成, 也就是说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及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也需要同时完成, 时间已经很紧迫, 任务十

分艰巨。 因此, 抓紧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已经刻不容

缓, 尤其是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 即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为骨干的理论经济学学科中如何坚持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亟须下更大

的功夫; 不仅如此, 构建当代应用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学科, 如财政学、 金

融学、 贸易学、 社会保障学等, 也都面临同样的艰巨任务, 亟须经济学界和

领导部门提高认识, 付诸更有效的实践, 完成党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改革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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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Economics
Should Uphold “Two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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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 a

reform initiative put forth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ffectively leveraging the resources of China's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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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aining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from it is integral to build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articularly in

economics. Firs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lucida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our commitment to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build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economics. The continuity and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rve

as the foundational pillars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economics, while its

inclusiveness, peaceful nature, and innovation represen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is

system into the future. Second, it is imperative to illuminate the path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inking history with

the truth of Marxism and revitaliz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aking it an

origin of thoughts and national elements for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issues

and economics. Third, to build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economics, we need to

effectively leverage three kinds of resources: the resource of Marxism, the resource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resource of foreig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e should accurately assess and differentiat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Western economic resources, extracting their valuable insights while discarding less

relevant aspects. Meanwhile, we should consistently advocate for, practice, and refin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Marxism and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latter. This endeavor necessitates unremitting efforts.

Keywords: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in Economic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Economic Thinking Civi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A10, B24, B31

(责任编辑: 何　 伟)

91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 “两个结合” ◎


